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第 ３７ 卷第 ２１ 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１
Ｎｏｖ．，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１５ＸＪＬ００９）；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ＪＭ７３８１）；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

目 １５ＪＺ０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３；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１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ｇｙｉ＿ｎｗｐｕ＠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６０９０３１８００

杨屹，朱彦臻，张景乾．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迹变化驱动因素．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１）：７０６１⁃７０６７．
Ｙａｎｇ Ｙ，Ｚｈｕ Ｙ Ｚ，Ｚｈａｎｇ Ｊ Ｑ．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２１）：
７０６１⁃７０６７．

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迹变化驱动因素

杨　 屹∗，朱彦臻，张景乾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揭示影响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对建立节能型产业结构，寻求经济与环境、生态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生态足迹和偏最小二乘法，在计算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迹的基础上，确定偏最小二乘

法变量投影重要性和标准偏最小二乘法系数，比较了驱动因素的重要程度。 结果显示，影响生态足迹变化较为重要的驱动因素

有第三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相比之下，常用耕地面积与全区人口数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足

迹驱动作用不显著。 为此提出将优化产业结构与优化能源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升能源利用率、提高土地

利用率、加强土地保护、提高土地生态承载力、引导低碳消费行为、推行低碳生活方式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足迹；驱动因素；偏最小二乘法；关中⁃天水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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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量化反映人类对自然资源使用状况的研究方法，生态足迹将区域的资源与能源消费转化为提供

这种物质流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１⁃２］，已被广泛运用于生态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３⁃４］。 分

析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有利于掌握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从全国来看，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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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业化与重化工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主导了生态足迹的变化［５］。 仅就能耗而言，一般认为工业能耗会远

高于其他产业，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影响力大。 由此提出了一个命题，产值或能耗占比大

的产业是否对驱动生态足迹变化的贡献最多。 贾俊松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９５４ 至 ２００６ 年河南省生态足迹由第

三产业主导，其中，运输业对生态足迹变化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不必要与无效率的运输活动数量的增长大大

增加了生态足迹［６］。 宁夏是以“二、三、一”为产业结构特点的资源型重工业省份，但马明德等的研究表明，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１０ 年宁夏第一产业对生态资源占用的弹性高于其他产业［７］。 河南、宁夏都是以工业为主的省份，
驱动生态足迹变化的产业都不是工业。 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对交通碳排放与能耗有着

显著驱动作用［８］，而且也推动着建筑行业的能耗增长［９］，对生态足迹的变化具有显著驱动作用。 ２０１３ 年以

前，第二产业虽然在产值与能耗总量均超过第三产业，但应注意到，自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我国颁布第一个工业类环

境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以来，工业环保一直是国内环保政策的重点［１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

进，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工业节能管理办法》、《行业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试行）》、《综合类生态工业园

区标准》、《兰炭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等政策，并且制订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等文件。 这些

环保政策有效约束了第二产业的生态占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驱动生态足迹增加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
第三产业环保问题带来的生态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２０１４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３ 年全国 ＧＤＰ 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为 ４３．９％和 ４６．１％，第三产业 ＧＤＰ 占比首

次超出第二产业。 在《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这一占比变为了 ４０．５％和 ５０．５％。 那么，产
业结构的转变是否会带来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的变化呢？ 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资源需求量小、产生废弃物

少，是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产业［１１］，长期来看，第三产业的低碳发展有助于降低区域生态足迹［１２］，关中⁃
天水经济区（以下简称“关天经济区”）是西北地区以第二产业集群为依托的国家级经济区。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关天经济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一直保持在 ５０％左右，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推动关天经济区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是否也主导着生态足迹的变化？ 其他因素对生态足迹的驱动作用如何？ 为

此，结合关天经济区产业结构与社会发展状况，应用生态足迹和偏最小二乘法（以下简称“ＰＬＳ 模型”）探讨影

响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关天经济区处于承接东西、连接南北的重要战略区位，辖区占地面积 ７．９８ 万 ｋｍ２，覆盖陕西省的西安市、
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杨凌区、商洛的商州、洛南、丹凤、柞水等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 关天经

济区地处内陆，属暖温带半干旱或半湿润气候，以渭河河谷为中轴线，北边为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南侧紧邻

秦岭山地。 以秦岭为界，北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南为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丹江和汉江流域。 西部大开发战

略实施以来，城市化、工业化成效显著，２０１５ 年关天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 １２８７２ 亿元，人均 ＧＤＰ ４３２２８ 元，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７８５ 亿元。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环境保护、资源消耗等问题。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能源总

消耗年均增长 ７．５９％，“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产业偏重化结构的趋势仍将维持较长一段时期［１３］ ”；提高城市

化率直接拉动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关天经济区常用耕地面积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９５．０９ 千 ｈｍ２ 减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０５２．９０ 千 ｈｍ２，土地后备资源呈下降趋势。 渭河周边湿地出现大面积萎缩，部分支流水质仍为劣 Ｖ 类，生物

多样性遭到破坏，区域内生态承载状况不容乐观。
１．２　 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采用了 ＩＰＡＴ［５］、ＳＴＩＲＰＡＴ［１４⁃１５］、一般多元线性回归［１６］等方法分析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但
传统的回归模型无法克服变量存在多重相关性的问题［１７］，缺乏对影响生态足迹内在机理的研究，计入模型的

影响因子也较少，无法综合反映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１８］。 而 ＰＬＳ 模型通过辨识和筛

选数据信息中的噪音，提取出对因变量具有更强解释性的变量，从而克服了多重相关性、样本点过少等限

２６０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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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１９⁃２０］，因此，采用 ＰＬＳ 模型对关天经济区生态足迹驱动因素展开研究。
１．２．１　 偏最小二乘法

在多元线性回归中，假设有 ｐ 个因变量 ｙ１，ｙ２，…，ｙｐ ，ｍ 个自变量 ｘ１，ｘ２，…，ｘｍ ，选取 ｎ 个样本观测出的数

据，构建数据矩阵，分别为 Ｙ ＝ ｛ｙ１，ｙ２，…，ｙｐ｝ｎ × ｐ ， Ｘ ＝ ｛ｘ１，ｘ２，…，ｘｍ｝ｍ × ｎ 。 ＰＬＳ 模型基本方法就是首先在

自变量集 Ｘ 中提出第一成分 ｔ１，从因变量集 Ｙ 中提出第一成分 ｕ１，ｔ１和 ｕ１分别是 ｘ１，ｘ２，…，ｘｍ 和 ｙ１，ｙ２，…，ｙｐ

的一个线性组合，同时要求 ｔ１和 ｕ１可以显著提高 ＰＬＳ 模型的精度，并携带数据矩阵 Ｘ、Ｙ 中的变量的变异信

息。 精度越高，自变量的线性成分 ｔ１对因变量的成分 ｕ１的解释能力就越强。
对模型精度的检验常采用交叉有效性法，以 ０．０９７５ 为临界值。 在提取了第一个成分 ｔ１和 ｕ１后，建立 Ｘ 对

ｔ１的回归和 Ｙ 对 ｕ１的回归，如果此时回归方程满足这个精度要求，那么算法终止；否则继续进行第二个成分

ｔ２、ｕ２的提取，即在数据矩阵 Ｘ、Ｙ 提取 ｔ１和 ｕ１后，对模型中未被变量解释的部分继续计算与提炼，直到提取的

成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能够显著解释变量变化为止。 最终从数据矩阵 Ｘ 中提取了 ｒ 个成分 ｔ１，ｔ２，…，ｔｒ ，ＰＬＳ
模型将通过建立 ｙ１，ｙ２，…，ｙｐ 与 ｔ１，ｔ２，…，ｔｒ 的回归式，然后再使用 ｙ１，ｙ２，…，ｙｐ 与 ｘ１，ｘ２，…，ｘｍ 建立方程式。

在 ＰＬＳ 模型中，常使用变量投影重要性（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Ｐ 值）来衡量各个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解释力，是通过主成分与权重、方差计算表现的间接关系，自变量在主成分中权重越大、方差之比越大，
ＶＩＰ 值就越大，因而对因变量的影响能力就越强。 如果自变量的 ＶＩＰ 值大于 １，可以认为这个自变量是因变

量的显著影响因子，驱动作用强；小于 １ 的自变量认为相对不太重要，驱动能力弱［２１］。
１．２．２　 ＰＬＳ 模型指标选取

徐中民等在评价可持续生态承载时引入了万元 ＧＤＰ 生态足迹［２２］。 刘建兴等以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

足迹为研究对象，得出了产业结构对生态足迹具有一定影响的结论［２３］。 杨勇、李一琼等选取 ＧＤＰ、城市化水

平、居民消费水平、第二产业比重、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社会经济变量，系统分析了对生

态足迹变化产生影响的因素［２４⁃２５］，Ｗａｎｇ 以空间差异为角度，发现受地域特点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生态足

迹普遍偏大［２６］。 就已有研究选取的驱动因素来看，经济指标中，作为一个能够宏观体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状

况的指标，ＧＤＰ 对生态足迹存在较强的影响，产业结构可以反映出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土地占用等生

态足迹关键指标的关联性，体现生态资源供需情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区产业

结构的特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主要体现当地的工业企业对生态资源的消费情况。 社会指标中，总人口数

可用以研究区域中人口规模对生态资源消耗的影响［２７］，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比例、城市化率可以反映出地区

人口的构成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２８］，城镇、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可以反映出不同社会群体消费对地区生态环

境的影响，进出口总额表现出贸易水平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耕地面积则考量了土地利用的影响。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选取了经济、人口、居民消费、土地利用 ４ 个维度的指标（表 １）。 经

济方面，选取 ＧＤＰ 作为数量指标，选取三次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作为结

构指标。 人口方面，考虑到市级数据统计情况，人口比例仅有 ２０１０ 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不能形成可以反映

地区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舍弃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城市化率，只选取总人口数。 居民

消费方面，市级数据统计中没有详细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因此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纯收

入进行替代，并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地区居民消费的状况。 土地利用方面，采用耕地面积作为反映土

地结构的指标。 另外，由于在研究生态足迹时未做区域进出口贸易调整，因而未将进出口总额等指标纳入生

态足迹驱动因素模型。 以地区生态足迹总量为因变量 Ｙ，选取表 １ 中 Ｘ１至 Ｘ１１作为自变量。
１．２．３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甘肃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关天经济区辖区内各

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商洛市的镇安县、商南县与山阳县不属于关天经济区，考虑到其经济

总量与资源消耗占比较小，计算时使用商洛市数据代表商州、洛南、丹凤、柞水一区三县，为统一数据统计口

径，采用农作物产量替代农产品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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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指标选取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ｘ

驱动因素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对应自变量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指标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ｘ

驱动因素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对应自变量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经济指标 ＧＤＰ （亿元） ｘ１ 社会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亿元 ｘ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ｘ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人） ｘ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 ／ 亿元 ｘ３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元 ／ 人） ｘ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 ／ 亿元 ｘ４
土地利用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常用耕地面积 ／ ｈｍ２ ｘ１０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 亿元 ｘ５
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全区人口数 ／ （万人） ｘ１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 ｘ６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生态足迹测算与分析

关天经济区的生态足迹测算结果显示（图 １），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关天经济区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出增长趋势，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７９６ｈｍ２ ／人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１１７ｈｍ２ ／人，增长幅度为 ７３．５５％，年均增长率为 ６．３２％。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维持在 ５０％左右，高于其他产业占比。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自然资

本的占用与污染排放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生态足迹随之增加。

图 １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关天经济区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４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关天经济区各类账户人均生态足迹均值测算结果显示（表 ２），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足

迹均值最大，达到 １．２７１ｈｍ２ ／人，其余依次为耕地类生态足迹 ０．３５３ｈｍ２ ／人、污染吸纳地 ０．４７６ｈｍ２ ／人、草地 ０．
２７４ｈｍ２ ／人、林地 ０．０４０ｈｍ２ ／人、水域 ０．０２５ｈｍ２ ／人和建设用地 ０．００６ｈｍ２ ／人。 化石能源账户产生的生态足迹是

生态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占 ５１．３９％，并且呈现出上升趋势，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 ５ 类生态足迹

相加占 ２９．３６％，污染吸纳地占总体比例的 １９．２５％，表明生态足迹的分布不均衡。
２．２　 ＰＬＳ 模型结果与分析

提取第一成分 ｔ１，交叉有效性 Ｑ２
１ ＝ ０．９６０４＞０．０９７５，进而继续提取成分 ｔ２，交叉有效性 Ｑ２

２ ＝ －０．４４８４＜

０．０９７５。 因此计算需提取一个成分 ｔ１即可。 提取一个成分 ｔ１时，ＰＬＳ 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为 ０．９７２６。
得出关天经济区生态足迹标准化数据 ＰＬＳ 模型（式 １）：

Ｙ ＝ ５．８０１ ＋ ０．１１４Ｘ１ ＋ ０．１１９Ｘ２ ＋ ０．１０７Ｘ３ ＋ ０．１２２Ｘ４ ＋ ０．１１７Ｘ５ ＋ ０．１０１Ｘ６ ＋ ０．１１１Ｘ７ ＋ ０．１１７Ｘ８ ＋ ０．０８８Ｘ９ ＋
０．０１３Ｘ１０ ＋ ０．０１４Ｘ１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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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１４ 年关天经济区各账户科目人均生态足迹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４

人均生态足迹 ／ （ｈｍ２ ／ 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生物资源账户 耕地 ０．３１６ ０．３３２ ０．２８６ ０．３３８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２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２ ０．３４１ ０．４９４ ０．３５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林地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

草地 ０．２５３ ０．２７２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４ ０．３０２ ０．３１３ ０．３２３ ０．３２７ ０．２７４

水域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合计 ０．６０８ ０．６４７ ０．５１５ ０．５９６ ０．６６０ ０．７２８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６ ０．７３８ ０．８９９ ０．６８３

化石能源账户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合计 ０．８４３ ０．９２４ ０．９９４ １．０８３ １．１６８ １．３０４ １．４３４ １．５７１ １．６７７ １．７１０ １．２７１

建设用地账户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合计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污染排放账户 水污染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大气污染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６ ０．２５９ ０．２１２ ０．２６７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５ ０．２１９

固废污染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８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２ ０．２０８ ０．１５１

合计 ０．３３９ ０．４７５ ０．５２６ ０．５０２ ０．５１３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６ ０．４５６ ０．４６０ ０．４９７ ０．４７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７９６ ２．０５１ ２．１０１ ２．１８７ ２．２８９ ２．５３４ ２．６３７ ２．７７４ ２．８８４ ３．１１７ ２．４７３

图 ２　 ｔ１ ／ ｔ２ 椭圆图

Ｆｉｇ．２　 ｔ１ ／ ｔ２ ｏｖａｌ ｆｉｇｕｒｅ

选取特异点分析来进一步确认 ＰＬＳ 模型的可靠

性，根据特异点识别原理绘制主成分 ｔ１ ／ ｔ２的散点图，用
以识别特异点（图 ２）。 从 ｔ１ ／ ｔ２椭圆图可以看出，样本点

都分布在椭圆内部，不存在特异点，可以认为模型的拟

合效果好，样本的质量可以得到保证，不需要进行改动。
选取自变量 ＶＩＰ 值来衡量各驱动因素对于生态足

迹变化的重要性，通过 ＰＬＳ 模型获得的生态足迹影响

因子的重要性程度，按照由大到小排列的顺序，依次为

第三产业增加值、ＧＤ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常用耕地面积、全区人口数（见图 ３），仅常用耕地面积

与全区人口数 ＶＩＰ 值低于 １，其余驱动因素均大于 １，且均在 １．０ 至 １．１ 之间，差距较小，除常用耕地面积与全

区人口数外，其余指标对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作用较为接近。

３　 结论和启示

３．１　 结论

影响关天经济区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因素按重要性依次是第三产业增加值、ＧＤ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

产业增加值、耕地面积、全区人口数。
在经济指标方面，第三产业增加值 ＶＩＰ 值最高，对生态足迹变化的驱动作用最为显著，第二产业对生态

足迹的驱动作用低于第三产业，但仍对生态足迹变化造成了显著影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最大，并
且呈现继续上升趋势。 关天经济区内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工业企业的经营生产，企业消耗着大量

的能源资源，排放着大量的污染废气物，导致地区化石能源账户和污染排放账户生态足迹大幅度增加。 值得

注意的是，作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在生态足迹驱动作用上让位于第三产业，存在着主导产业与生态足迹驱动

因素不一致的现象，究其原因，由于是渭河综合治理、治理雾霾、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发挥了重要作

用，制约了第二产业的生态占用，更重要的是，以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业、物流业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发展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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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变量投影重要性输出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迅速，衍生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社会消费方面，城镇消费的驱动作用强于农村消费，这一结论也符合通识知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的消费结构在发生变化，消费量逐渐增加，由于城乡生活习惯不同，城市对非能源产

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和需求种类更加繁多，碳消费随之提升；同时，高收入人群对公共交通的依赖较低，选择私

人交通工具的比例较高，同时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数量也呈现同步上涨趋势，居民

能源消耗因此而增加。
在人口与土地方面，耕地面积对生态足迹驱动作用不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发展占用了较多的耕地，耕地

面积在减少，耕地产生的生态足迹减少；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会增加建筑用地，建筑用地总生态足迹在增加，二
者会产生抵消效应，即，一种生态占用的减少与另一种生态占用的增加，导致了生态足迹总量没有发生较大幅

度的变动。 地区人口总数与生态足迹变化呈正相关，恰恰反映出生态足迹更多来源于人类活动。
３．２　 对策与建议

第一，将优化产业结构与优化能源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对第三产业生态环境的政策监管和用能管

理，严格商贸、服务业的能源审计和节能减排行动。 以建设低碳旅游景区、发展低碳旅游业为目标，加强西安、
宝鸡、商洛、天水等秦岭山地生态旅游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旅游路线，形成历史人文

与自然生态的丝绸之路旅游走廊。 推广节能建筑，减少建筑业运行能耗，开展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办公

建筑空调、采暖、通风、照明、热水等用能系统的节能改造，推动分布式太阳能、地热能规模化的应用。 以西安、
咸阳、宝鸡、天水为产业集中区，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建设工业园区循环经济体系，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

工业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和无公害处理。
第二，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升能源利用率。 关天经济区化石能源账户生态足迹占比高达 ５１．３９％，而煤

炭比例一直维持在 ７０％—８０％，为此，应以“去产能”为契机，实施分区域资源、能源综合治理，实施“控煤工

程”，严控煤炭增量，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双控”制度，强化重点产业节能，有步骤地降低

关天经济区能源消耗总量，减少煤炭等高碳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推进工业锅炉（窑炉）节能改造、热电联产、
集中供热，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改造、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燃煤锅炉能

效测试等节能工程建设。 大力开发利用地热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重点发展现代风力发电设备零部件

产业化项目。
第三，加强土地保护，提高土地生态承载力。 在推动关天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秦岭、渭北苔原、黄

土高原为生态屏障，按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脆弱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编

制空间规划的基础，明确管理责任，强化用途管制，加强监测监管，要避免侵占优质耕地，确保现有生产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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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弃耕或被城市建设所蚕食，提高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利用效率。 坚持封山禁牧、封山育林草，依靠生态自然

修复，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通过灌溉转换荒地为可耕型土地，注重维护与提高林、草生态系统的健康

稳定。
第四，引导低碳消费行为，推行低碳生活方式。 应引导关天经济区城市发展绿色交通，率先在关中城市群

中规划建设公共自行车交通网络，加强城市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建设，优先保障低碳出行。 以渭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巩固提高三年行动为基础，提高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切实保障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率、污水再生利用

率，同时，建立生活垃圾及其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系统，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试点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按照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能耗状况准确计算能源账户生态足迹，将有助于对节能型

产业结构的理解，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能源统计方式还难以按照产业类型反映能耗状况，因此研究结果的精度

受到了数据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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